运用考古材料解读早期中华文明史
卢晓华
（平湖市当湖高级中学，浙江 平湖 314200）
《中学历史教学》2022年第 3期发表

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endnoteRef:0][1]在文献匮乏的史前史研究中，考古材料对于建构历史框架发挥了主要作用。遗物和遗迹作为第一手资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外，考古出土的非文字资料往往涉及各种超过了已知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的问题——比方说，环境、适应、生存、定居、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艺、技术，以及贸易——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endnoteRef:1][2]所以，考古材料引入教学还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特别是在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能为探究历史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人教版“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涉及大量史前史和夏商周早期中国史内容，笔者以“何谓早期中国？”之问为课魂，尝试以考古材料论证，帮助学生理解特定时空下“中国”之内涵。 [0: [1] 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 [2]（美）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1． 运用考古材料还原历史场景
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是以“纲要”形式进行历史叙述的，抽去了许多历史现场的丰富信息，简洁抽象，严谨有余而生动不足，故学生难以理解。比如原始人为什么要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群居生活？学会用火有什么意义？考古材料的引入能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拼凑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原始人生活图景，鲜活的画面感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
材料1：由龙骨山洞里取出四十多个北京人的遗骨，上十万件的已制成或未制成的劳动工具——石器，成批的骨器、角器，上百种的野兽化石，此外还有用火的遗迹。在灰烬层里，发现了除了鼠的骨骼之外，还有许多烧过的破碎兽骨。北京人头骨的特征是前额低平，眉骨粗大，脑壳很厚，脑子大约现代人平均数的80%，但比猿大得多。北京人的肢骨基本上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他们的寿命短促，人类学家根据发现的遗骨曾统计，死于约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三十岁以下的占7%；死于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占7.9%；死于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占2.6%；寿命长短不能判定的占43%。
——黄慰文、贾兰坡等：《中国历史的童年（合订本）》
设问：依据考古材料开展合理想象，以“北京人的一天”为主题写一篇历史记述文。
要写好这篇记叙文是不容易的，需要想象力和把考古资料联系起来的建构能力。以下是考古学家贾兰坡对北京人生活的一段描写：
“早晨，秋风送爽，一群北京人由岩洞里走了出来。他们的相貌是怪模怪样的。前额很低，发际向前，眉骨粗大，嘴巴前突，鼻子扁平，像人又有些似猿。他们直立行走，走出洞口，围拢在一堆火的旁边。洞口附近的地面遍地堆积着乱柴和吃剩下的兽骨。一条小河经过他们居住的洞口，孩子们一趟一趟地运送着由河滩上选来的石头；大人们不停手地把石头敲开，制造他们所需的各种工具。在龙骨山东面约二公里的紧靠平原的山坡上，另一群北京人正在采集食物。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也有较大的孩子。大人们经常习惯地弯下腰去捡拾，孩子们一遇到树上有野果，就飞快地爬到树上去摘取。年岁大一些的人，还经常把采集的经验传给孩子们，教给他们辨识各种植物的方法。手中的骨棒或木棒用处真不小，不仅可以用它来挖取块根，还经常用它扒鼠洞，扒出鼠的“冬藏”——干果之类的东西。日落西山，一群一群北京人都先后返回岩洞。一只肿骨鹿被抬上山坡。大家聚拢烧肉吃了。他们很习惯地先把易嚼肥嫩的肉送给老人和小孩，然后自己才肯吃。夜深了，大家都走进洞里睡觉。他们挑选了一块较干燥的地方躺下来，有时还在身下垫些干草或兽皮。”[endnoteRef:2][3] [2: [3] 摘编自黄慰文、贾兰坡等：《中国历史的童年（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70页。] 

历史是需要想象的，因为“古代史的材料绝大部分零星片段，如何在片段之间发现和建立“意义之网”，有时靠运气，更多的靠想象。[endnoteRef:3][4]可以说，没有还原就没有历史。根据考古材料，我们不难想象北京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不仅由他们所用的十分简陋的劳动工具可以证实，同时由他们寿命的短促也可以说明。因为工具简陋，因此北京人不可能经常获得巨兽。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采集是北京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元谋人这些考古发现，绝大部分不在中原地区。这也是由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谋求物质资料的方式和聚居地点。那时侯，中原有黄河、洛、伊诸水，河谷地带经常遭到洪水袭击，这里显然不能成为猿人聚居之地。在理解的基础上，教师可深入追问：北京人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唯物史观哪些观点？这样“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将从学生头脑中喷薄而出。理论不是靠灌输而是因为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学生才愿意掌握。 [3: [4] 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16页。] 

二．运用考古材料比较阶段特征
“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哪个先出现？”乍一看，这个问题没难度。看一下教材怎么说就行。但是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来看，这需要基于考古证据的历史阶段特征比较。
材料2：陶寺遗址有早、中、晚三个城址。早期城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总面积为56万平方米。遗址内有宫城、外城，有平民居住区和仓储区，还有祭地的礼制建筑。宫城东南侧是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王墓6座，使用木棺，每座随葬品均在百件以上。大贵族墓数十座，也使用木棺，随葬品几件至几十件不等。其余近千座小墓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陶寺中期王墓是陶寺遗址迄今考古发掘出的最大墓葬，尽管在陶寺晚期遭到捣毁，仍残留随葬品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20片半扇整猪等。考古人员解读其中的6柄玉石列钺，不仅象征王权和军权，而且与公猪下颌骨共同组成了表达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陶寺晚期宫城内遗址还出土了3件写有朱书陶文的扁壶残片，虽然对它具体是什么字，专家解读不同，但这些字符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间的明显传承源流关系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陶寺晚期地层单位出土了铜铃、铜齿轮形器、铜环、铜盆口残片和铜蟾蜍片饰。这5件铜器，均系红铜铸造的礼仪用器。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材料3：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过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设问：依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判断陶寺处于部落还是国家阶段？讨论：陶寺遗址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4：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一期遗址总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米，是为同时期伊洛平原最大的聚落中心，出土了大量属于特权阶层才能使用的高贵器物，如白陶、象牙、绿松石器、青铜器等。有陶器、骨器和小型青铜器等几种手工业作坊遗迹保存完好。二期遗址总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遗址东南部发现布局复杂，结构类似于后世帝王宫殿的大型夯土建筑群。宫殿有院落，院内发掘出两组高级而又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一座出土了一具年龄大约在30-35岁的男子骨架，骨架周围散布着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贝等。骨架上部还摆放着一条大约由2000块绿松石和一些玉料制成的“龙”。遗址内手工业作坊区继续存在，但由夯土墙包围，作为独立区域存在于遗址内宫廷建筑附近。在所有出土的工具中，农具占有42%的比例。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着第二期以来的繁荣。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址规模和建筑布局一如既往，但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种类明显增多，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箭镞数量比前几期增加了很多。
——摘编自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
材料5：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虽然土壤肥沃，但其他资源却相对比较贫乏，譬如，建造宫殿所需要的木材、石料，制作白陶所需要的特殊陶土，制作绿松石所需要的原料，锻制青铜器所需要的铜、锡、铅，甚至普通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盐等，都要在洛阳盆地之外方圆200平方公里以内才能得到。有的更远，竟需要在500公里以外的长江中游得到。另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许多名贵器物，如原始玉器和瓷器等，也是来自于其他地方。
——摘编自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材料6：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设问：根据材料4，归纳二里头遗址反映出的历史信息。与陶寺遗址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有何特点？依据材料4、5提供的线索，推测二里头文化主人获取其他资源和器物可能的途径。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周边地区的物质联系说明了什么问题？材料6又说明什么？
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建立，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迫使各地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endnoteRef:4][5]考古资料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具有优势，通过考古比较，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特征与关联性以及二里头文化对于商周的影响等疑问，学生豁然开朗，印象深刻，学习效果强似机械记忆百倍。 [4: [5]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63页。] 

三．运用考古材料理解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背景。考古学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每一件来自受到控制的考古发掘中的器物都具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历史背景，由此，这件器物可以被放回到特定时期的特有文化传统中去；另一个是地理背景，即这件器物占有一个明确的空间位置。考古发掘使得这两个背景相互结合，从而使得历史事件能够确实地和它们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endnoteRef:5][6]以西周分封制为例，考古资料的分析能让学生全面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5: [6]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25页。] 

    材料7：
[image: 宜侯夨簋铭文]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夨曰：迁侯於宜。赐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百又四十。赐在宜王人〔十〕又七裏。赐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注：宜是地名，侯是官名，夨是人名，簋是器名。

设问：宜侯夨簋铭文反映了西周分封制是如何分封的？（提升：从分封依据、对象、授予内容等角度回答）
“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说明周王授土是有“图”作为依据的，这可以让周王对封地内河流、宅邑的具体数目了然于胸。所以周王对宜侯封赐土地的情况，铭文记载十分清楚——“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百又四十”。分封时还要“授民”。授民包括担任官职的人，如“王人”和“奠七伯”跟随虞侯迁封至宜。这种人员分配方式，不仅是周王在派遣人员帮助诸侯生存，也是加强中央对诸侯的控制。至于附着在封地上的土著原居民，就是铭文中被赐予夨的“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分封还要“分物”颁给诸侯带有某种象征性含义的器物，如“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带有“文武之道”的象征含义，是受封者拥有合法权力的象征物；还有宗庙祭祀之器，如“商瓒”，表明诸侯与周之间拥有紧密的血缘关系。
材料8：从西周诸侯国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居民糅合局面。例如，鲁国遗址的陶器风格和葬俗，既有商奄之民的风格，又有周人的风格；琉璃河燕国遗址的文化面貌，包含有周人、商人和当地土著居民三种因素；而晋国遗址出土的情况，反映出周人与当地戎狄土著居民间的密切关系。
——黄爱梅：《西周史》
设问：依据材料西周诸侯国遗址为何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居民糅合局面？结合宜侯夨簋铭文分析“封建诸侯”为何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证周王室对天下的有效统治？
考古资料将学生与西周直接联系起来，赋予了学生对古代一种直接的感官体验，让他们感受到了分封制体现的政治智慧：第一，周代封建是一种统治方式。在天下范围内建立若干以王室懿亲及功臣谋士之国为首的统治区域，瓦解、分割殷人势力，对广袤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第二，周代封建是建立在族群大迁移基础上的人口重新编组，促使诸侯国一级的政治组织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第三，周初封建是周人集团内部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形式，保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endnoteRef:6][7] [6: [7] 黄爱梅：《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四．运用考古材料感悟时代变迁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如何让学生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最初中国”的历史地位，考古资料最具说服力。
材料9：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但由于缺少易于开采和冶炼的金属矿藏，这里金属农具的使用远远晚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纪即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出现了铜刀、铜斧、铜锄等农具。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四千纪的苏美尔人时代也出现了铜制工具。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公元前三千纪已广泛使用铜制鹤嘴锄。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于公元前二千纪发明冶铁术，在耕作中使用铁犁。南欧则很快学会了赫梯人的冶铁术，从而进入了以铁剑、铁斧、铁犁为标志的“英雄时代”。而黄河流域直到夏代（公元前21-16世纪）才出现铜器。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到商（公元前16-11世纪）时始达到一定规模。但直到春秋时期青铜还十分珍贵，被称为“美金”，只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很少用来制造农具。所以在殷墟发掘中无金属农具的发现。中国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发明冶铁术之后金属农具才被普遍使用。
——马振铎等：《儒家文明》
设问：依据考古材料分析为什么中国上古时代国家产生而氏族制却未解体？
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工具，中国先民只有依赖群体才能生存。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国家，一般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以新的权力机关代替原来的氏族制机关而产生的。例如雅典城邦国家就是在民选机关代替氏族机关、人口重新按地域划分的基础上产生。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却是氏族制强化的结果。如“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对夏部族生活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外，对其他地方主要通过控制一些部族进行间接统治。”“商朝的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西周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endnoteRef:7][8]考古资料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了教材“从部落到国家”和“商和西周”两个子目的内在逻辑，明白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论观点，深刻把握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的动因。 [7: [8] 教育部编：《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材料10：中华文明起源如“满天星斗”般遍布华夏大地。当陶寺贵族偏居晋南一隅坐享荣华时，嵩山南麓则是一片“天下万国”场景。随着瓦店、王城岗、古城寨等河南龙山城址相继衰落，新砦大邑崛起并迈开社会整合步伐。经历几百年逐鹿中原，东亚历史上最早广域王权国家在洛阳盆地崛起——二里头，正处在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节点上。
——桂娟：《二里头：从多元走向一体》，《瞭望》2016年第6期
设问：结合材料10和本课教学所有线索，谈谈你对“何谓早期中国”的理解。
“古国——王国——帝国”是中国考古学工作者用来表示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术语。古国是指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单一制初级国家。古国时代，也被称作邦国时代，用最初提出者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满天星斗”，是一种无中心的万邦文化多源时代。古国向前进一步发展是王国。王国的特征是“国上之国”，即各诸侯国或酋邦之上还有一个中央王朝存在。但各诸侯国还有独立的血缘继承权和其他政治权利。王国时代就是从无中心的满天星斗进入到了月明星稀——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时代。王国再向前发展就进入到了帝国阶段。帝国已经是成熟的国家形态。皇帝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endnoteRef:8][9]国家发展形态是理解“何谓早期中国”的一条线索。“中国”也是一个地理概念，即中国必须是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央王国”。“中国”作为词组，最早出现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可见，早在3000年前的周人眼中，“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一带。“天下之中”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看法，认为洛阳一带是大地的中心。另一方面，这里确是当时朝会、商业、文化及交通的中心。[endnoteRef:9][10]“中国”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即各古国、各诸侯国所共同认定的“华夏”“诸夏”文化共识圈。对陶寺到西周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礼器便说明“中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祭祖”这个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更为广泛的政治意义而言，文化中国和地理中国也都是政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endnoteRef:10][11] [8: [9] 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页。]  [9: [10] 杨海中：《图说河洛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0: [11] 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第14页。] 

五．结语
史学不是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在现在所造成的结果（遗迹、残迹等）的研究，是一种从遗迹到事实的推理艺术。[endnoteRef:11][12]历史教学若想走出死记硬背的困境就应该让学生多接触历史遗迹、残迹，发挥历史想象与推理能力，构建历史图景，而不是把历史结论直接“喂”给学生。在运用考古材料之前应反思：考古材料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呢？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知识是真正新的，而不只是重温我们从传统文献上已经获知的内容？如果有的是只有考古学才能提供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是什么？[endnoteRef:12][13]历史课上考古资料的运用显然不是为了追求数量和形式。如果文献资料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当然不一定要引入考古资料。但文献往往反映的是贵族、官僚和知识精英的事迹和观点，工匠与商人一样，在文献记载中也很少提到。在考古学上我们主要通过其产品以及发掘出来的作坊遗存认识他们。另外，在文献和考古资料取舍问题上，李峰教授的建议值得关注：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endnoteRef:13][14]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玉石盟书、简帛文书能提供补充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同样也需要谨慎的释读。比如说，金文和盟书是宗教文书，因而各自带有偏见。但与后世文献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的局限性，考古资料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 [11: [12] （澳）塔克尔：《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12: [13] （美）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国社会》，第1页。]  [13: [14]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三连书店，2008年，第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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